第十五章  行政诉讼的参加人
行政诉讼参加人，是指依法参加行政诉讼活动，享有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并且与诉讼案件或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包括当事人（原告和被告）、共同诉讼人、诉讼第三人和诉讼代理人。
第一节  行政诉讼的原告
行政诉讼的原告，是与行政决定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一、原告的资格
行政诉讼中的原告必须具备一般意义上的诉讼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外，还必须具备下列资格：
（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行政诉讼所解决的是享有行政权的行政主体，与作为相对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间因行政决定而发生的纠纷。行政主体对相对人可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实施行政处罚等行政决定，不必通过行政诉讼获得解决。但是，相对人却既不能对行政主体自行解除行政决定也不能对行政主体实施强制行为，而只能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来救济。因此，行政诉讼的原告只能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当然，行政机关在作为机关法人即相对人时，对行政决定不服，也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在商丘市公用事业局诉商丘市房地产管理局、商丘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房屋确权案中，原告商丘市公用事业局就是一个作为相对人的行政机关。
（二）不服行政决定
从《行政诉讼法》第24条和第2条规定的字面含义来理解，原告应当是认为合法权益受行政决定侵犯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但是，《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第11条不要求原告是合法权益受行政决定侵犯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要对行政决定不服提起诉讼，法院就可以依法受理，起诉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可以成为原告。其实，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否受行政决定侵犯，是法院受理案件后进行实质性审查所要解决的任务，而不是受理阶段的审查任务。同时，在我国当前社会矛盾还比较多，并努力建设一个法治社会的形势下，应尽可能将纠纷或矛盾引入法制途径来解决，因而应尽可能扩大起诉范围。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也就是说，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要对行政决定不服，就可以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
（三）与行政决定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不服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有与被诉行政决定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时，才能作为合格的原告。这一资格要求，意味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必须与被诉行政决定存在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行政决定影响到了自己权益的取得、丧失、缩小、限制或变更。这里的“权益”，既可以是行政法上的权益，也可以是宪法上的权益（参见王伟诉平顶山市财贸学校侵犯受教育权案）和民法上的权益（王贵川诉三河县卫生局食物中毒损害赔偿处理决定案）；既可以是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也可以是民事法律行为、裁判文书、仲裁文书和行政决定所确定的权益。它无需界定是否合法。权益是否合法是法院最终是否予以保护的问题，不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原告资格。与行政决定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是行政决定直接指向的相对人，也可以是实际上受行政决定影响但并未在书面或口头指明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就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一)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二)与被诉的行政复议决定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或者在复议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三)要求主管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四)与撤销或者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

与行政决定没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具备原告资格，起诉也将被法院裁定为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在最高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广州市海龙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诉广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等行政纠纷案中，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海龙王公司认为被告的 233号通知侵犯其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必须证明该通知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虽然被诉的 233号通知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但没有依据认定原告海龙王公司与该具体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海龙王公司不具备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广州市海龙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起诉。”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裁定。
但是，起诉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否与被诉行政决定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实践中非常复杂，因而在诉讼中往往会发生很大争议。在高生贤诉宜兴市人民政府颁发房屋所有权证行为案中，“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高生贤是否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进行了辩论。上诉人高生贤始终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上诉人作为被拆迁人，应享有对涉案房屋的优先购买权，而倪占军不是被拆迁人，不享有购买涉案房屋的权利，被上诉人宜兴市政府给倪占军颁发涉案房屋所有权证行为侵犯了上诉人的优先购买权和房屋归还权，上诉人认为该颁证行为侵权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被上诉人宜兴市政府认为，上诉人的拆迁安置问题与本案颁证行为无关，况且上诉人已在拆迁协议上签字，拆迁补偿安置已得到落实，上诉人不能再提出其他要求；上诉人不能证明其占有涉案房屋的合法性，也不能证明对涉案房屋享有使用权或所有权，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宜兴市政府颁证行为无利害关系，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二审法院认为：“原告对证明自己起诉符合法定条件承担举证责任。在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高生贤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涉案房屋享有法律上的所有权、使用权或他项权，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占有涉案房屋的合法性。上诉人高生贤作为被拆迁人，其与拆迁人的安置补偿纠纷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上诉人认为其作为被拆迁人就应享有涉案房屋优先购买权和房屋归还权没有法律依据，认为被上诉人宜兴市政府给涉案房屋颁发房屋所有权证行为侵犯其优先购买权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故上诉人高生贤与被上诉人宜兴市政府颁发房屋所有权证行为无行政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上诉人高生贤对宜兴市政府颁发房屋所有权证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不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原审裁定驳回其起诉是正确的。”[1]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不仅仅在诉讼中会发生有无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争议，即使在裁判作出后也仍会有争议。[2]

正是因为目前原告必须与被诉行政决定据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行政公益诉讼没有存在的空间。在金奎喜诉杭州市规划局案中，金奎喜不服杭州市规划局向浙江老年大学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允许浙江老年大学在西湖风景区进行建设，侵犯游客和公共利益的行政决定，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认定，杭州规划局的行政决定与金奎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裁定不予受理。[3]在陈法庆诉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省环保局案中，陈法庆认为东苕溪水污染系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省环保局的行政不作为造成，遂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认定，污染及浙江省人民政府和浙江省环保局的行为与陈法庆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资格，遂裁定不予受理。[4]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内，行政公益诉讼必须像李刚那样进行体验式的诉讼。[5]

（四）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起诉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将受裁判的拘束，应当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而不能以他人的名义进行。如果以他人名义起诉的，法院要么裁定原告不予受理，要么确定真正起诉人为原告。在宿天枢诉成都市工商局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案中，法院在接到起诉状后，经审查查明：宿天枢在起诉状上所盖的是桥梁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的印章是私自刻制的，遂将原告确定为宿天枢个人，以工商行政案由立案受理。
总之，合格的原告必须同时具备上述条件或资格。但是，合格的原告只是具有充当原告的可能，如果起诉没有被受理则具备原告资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能成为起诉人而不是原告。法院在不予受理裁定书上，所载明的是“起诉人”而不是“原告”。同时，不具备原告资格的起诉，如果被法院受理则起诉人成了原告，但经法院审理查明后将被驳回起诉。在广州市海龙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诉广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等行政纠纷案中，由于案情复杂，法院限予以立案，审查后发现原告不合格，遂裁定驳回起诉。尽管广州市海龙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不是合格的原告，但还是做了原告。
二、原告资格的转移
《行政诉讼法》第24条规定：“依照本法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原告”；“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诉讼”。这一规定，就是原告资格的转移问题。
一般认为，原告资格的转移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第一，享有原告资格的权利人不复存在。这就是说，作为权利人的自然人在生理上已经死亡或者在法律上已经被宣告死亡；作为权利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终止，包括解散、撤销、合并或破产。如果享有原告资格的权利人依然存在，则不发生原告资格的转移问题。在张建斌诉北京市教委取消学籍案中，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张建斌认为其女儿张雪凤失踪后，对学校的行为无法行使权利，其有权代替张雪凤提出申诉和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张雪凤虽然已经失踪，但其近亲属未申请宣告张雪凤失踪，其民事权利能力尚未丧失，张雪凤的申诉权仍应由张雪凤本人行使。张雪凤的父亲张建斌不是‘建材学校’的学生，在该案中其不是受教育者。其以自己的名义向被上诉人‘市教委’提出学生申诉，没有法律依据。”[6]第二，起诉权有效存在，即享有起诉权的公民死亡、法人或其他组织终止时，起诉有效期仍未终了。否则，也不发生原告资格的转移问题。第三，法定权利承受人的存在。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4条的规定，公民死亡时，权利的承受人是其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时，权利的承受人是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如果承受人不存在，则不发生原告资格的转移。第四，被转移人本身不具有原告资格。这是因为，只有在被转移人不具有原告资格的情况下，才需要原告资格的转移来解决合格原告问题。如果被转移人本身具有原告资格，就不需要原告资格的转移来解决合格原告问题。[7]在郝志敏诉青岛市、徐州市公安局限制其子罗军谊人身自由案中，罗军谊在被被告限制人身自由期间死亡，其母郝志敏涉及行政赔偿款的继承权问题，即与被告的限制人身自由权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身就具有原告资格，因而就不需要原告资格的转移来取得原告资格。
因公民死亡而两个以上的近亲属都提起行政诉讼的，则原告资格转移可按继承规则确定，即如果存在遗嘱继承的，则所有的遗嘱继承人都具有被转继的原告资格；如果系法定继承，则应按法定继承顺序确定原告资格的承继者，只有在上一顺序的继承人放弃其诉权时下一顺序的继承人才具有被转继的原告资格。[8]

三、原告的具体确定
一般情况下，行政诉讼的原告，是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但在个案中，对原告资格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18条作了具体规定。
（一）合伙企业的原告问题
根据最高法院的解释，合伙企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以核准登记的字号为原告，由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作诉讼代表人；其他合伙组织提起诉讼的，合伙人为共同原告。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作诉讼代表人；没有主要负责人的，可以由推选的负责人作诉讼代表人。同案原告为5人以上的，应当推选1至5名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在指定期限内未选定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指定。
（二）联营企业、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原告问题
根据最高法院的解释，联营企业、中外合资或者合作企业的联营、合资、合作各方，认为联营、合资、合作企业权益或者自己一方合法权益受行政决定侵害的，均可以自已的名义提起诉讼。在上海东联工贸联合公司、上海东联工贸联合公司供销经理部诉静安区工商局变更企业法人登记案中，上海东联工贸联合公司供销经理部（简称供销经理部）系由上海东联工贸联合公司与张家口市工业供销总公司共同投资组建的法人型联营企业，法定代表人为陈博元。因联营双方终止联营关系，经供销经理部副经理刘宁丽申请，供销经理部被被告变更为上海东联金属材料供销经理部，法定代表人为刘宁丽。诉讼中，原被告双方尽管对被变更的供销经理部是否具备原告资格存在争议，但对作为联营一方的上海东联工贸联合公司的原告资格却无任何争议。
（三）农村土地承包中的原告问题
根据最高法院的解释，农村土地承包人等土地使用权人对行政主体处分其使用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行为不服，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在项惠金诉连城县朋口镇人民政府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案中，项惠金承包经营的部分土地被被告征用、许可给第三人建房。虽然该土地属于集体所有，项惠金并非该土地的所有权人，但其作为使用权人对被告的许可行为不服提起诉讼，具有原告资格，得到了法院的受理。
（四）非国有企业被终止、变更的原告问题
根据最高法院的解释，非国有企业被行政主体注销、撤销、合并、强令兼并、出售、分立或者改变企业隶属关系的，该企业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可以提起诉讼。在胡淑英、达洪泉等诉南通市港闸区唐闸镇人民政府、港闸区工商局侵犯经营自主权案中，达洪泉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南通市唐闸被服厂系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虽然达洪泉被被告唐闸镇人民政府免职、企业营业执照被被告港闸区工商局注销，法律上达洪泉已不是法定代表人、企业已经不存在，但达洪泉和企业仍具有原告资格，即达洪泉仍可以以该企业原法定代表人的名义，被注销的唐闸被服厂仍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
（五）股份制企业的原告问题
根据最高法院的解释，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等认为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决定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可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在海口市龙华城市信用合作社诉中国人民银行海口市分行侵犯经营自主权案中，龙华城市信用合作社系股份制企业，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主任为法定代表人。在该信用社正副主任均被拘捕的情况下，理事会以自己的名义提起了诉讼。“被告答辩认为，原告以理事会的名义向法院起诉，其诉讼主体不合格。”“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海口市龙华城市信用合作社是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具有法人地位的经济实体，其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鉴于龙华城市信用社的具体情况，由理事会代表原告进行诉讼，符合法律的规定。”[9]

第二节  行政诉讼的被告
行政诉讼的被告，是指被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指控所作行政决定影响其合法权益，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行政主体。
一、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行政诉讼的被告必须是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组织即行政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机关和组织以及公务员个人都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一）行政机关和被授权组织
行政机关是最为主要的行政主体，毫无疑问，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行政机关所组建的派出机关，即行政公署、街道办事处和区公所等。派出机关是事实上的行政机关，根据《行政复议法》第13条第2款和第15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行政诉讼法》对派出机关是否具有被告知各位作专门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第1款“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规定，派出机关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是行政主体，可以作为被告。
法律规范授权的组织也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也可作为被告。为了明确起见，《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第3款规定：“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超出法定授权范围实施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实施该行为的机构或者组织为被告。”在司法实践中，被授权组织作为被告也并无疑义。所需要解决的只是证明某一组织是否得到法律规范授权的组织，是授权还是委托。[10]

（二）关于行政机构
行政机构包括临时机构、内设机构和派出机构未经法律规范授权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因而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但是，在行政机构实施了行政决定，相对人不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纠纷必须得到处理。为此，我们必须确定能对行政机构负责的行政主体，那就是组建该机构或该机构所在的行政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第1款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该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者派出机构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医药公司诉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林业局行政处罚案中，原告因收购雪豹骨而被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林业局公安科以自己的名义处罚，不服诉至法院。一审法院以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林业局公安科为被告，经审理后作出了判决。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林业局公安科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一审法院重审时，依法变更该案的被告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林业局。行政机构未经授权实施行政决定引起的诉讼，既不能该行政机构为被告，也不能以被诉行政机构不具备被告资格而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在张公瑾诉宿鸭湖水库管理局渔政监督管理站行政不作为案中，法院认定该渔政监督管理站虽经驻马店水利局下文成立，但未经地区政府批准、未到人大备案、未向社会公布、对外没有挂牌，属于非法机构，不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不是合格被告，裁定不予受理。[11]法院如果告知原告变更被告，而原告坚持起诉该渔政监督管理站的，则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是正确的。但法院如果未经告知即裁定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则显然不正确。
（三）关于受委托组织
受委托组织也不是行政主体，因而在行政诉讼中不能作为被告，而只能以委托的行政主体为被告。《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规定：“由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典型意义的行政委托确定委托机关为被告，并无争议。在个案中，有争议的主要是行政机关以工作安排形式，临时要求有关组织处理特定事项是否属于行政委托，从而以谁为被告的问题。在曹龙飞诉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确认行政违法及赔偿案中，“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为：2001年2月22日晚，被告的派出机构松洲街派出所根据上级机关的统一部署，在辖区内开展清查‘三无’人员行动。广州市白云区保安服务公司松洲街中队应该派出所的要求协助清查行动。行动中，保安员丁虎受松洲街派出所指派看管被带回派出所的‘三无人员’。在看管过程中，保安员丁虎以原告在派出所内墙角小便为由对原告进行殴打，致原告多处软组织挫伤，经法医鉴定为轻微伤，未达伤残。……”“原审法院认定：被告委托广州市白云区保安服务公司的保安人员协助清查和看管‘三无’人员，应视为被告临时委托该公司保安人员行使部分治安管理职权。”[12]类似的案件还有秦然等诉薄壁镇人民政府为征收车船税扣押其车辆要求撤销具体行政行为返还车辆并赔偿损失案。[13]但不变的是，行政诉讼的被告是委托机关而不是受委托组织。
（四）关于行政主体的工作人员
行政主体所属的工作人员（包括公务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工作人员代表所在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决定而引起的诉讼，应当以所在行政主体为被告。在李翠凤诉李鹊镇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中，上诉人李鹊镇人民政府（原审被告）上诉称：“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主体错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应村土地调整领导小组的要求进行协助，盖文彬、韩延祥虽是职务行为，但实施的不是镇政府的行为，而是协助村进行的调地行为。故本案镇政府作为被告不当。”二审法院认为：“与被上诉人发生争执的盖文彬、韩延祥二人，系上诉人派到被上诉人所在村协助工作的工作人员，二人与被上诉人发生的争执亦是基于履行该职责的目的。故被上诉人认为二人在该事件中对其实施的行为侵犯了其人身权，而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应是本案的适格被告。”[14]

二、实施了行政决定
行政主体并非当然的行政诉讼被告。只有实施了行政决定的行政主体，才能作为被告。《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无论是职权行政主体还是授权行政主体，所作的行政决定都是以自己名义实施的行政决定，因而都以其自己为被告。不能以自己名义实施行政决定的公务员，如果以自己的名义实施了行政决定的，则以其所在行政主体为被告。未经授权的行政机构实施行政决定的，视为组建该机构或者该机构所在的行政主体所实施的行政决定，因而以组建该机构或者该机构所在的行政主体为被告。受委托组织所实施的行政决定，视为委托的行政主体所实施的行政决定，因而以委托的行政主体为被告。
在经过复议的情况下，既有原行政主体实施的行政决定又有复议机关的行政决定即复议决定，以谁为被告呢？《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2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这里的“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的规定，包括：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主要事实和证据，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范依据且对定性产生影响，以及撤销、部分撤销或者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处理结果等三种情况。《行政诉讼法》之所以对经过复议的案件作出上述维持和改变两种不同规定，是因为在复议决定维持原行政决定的情况下，对原告合法权益具有实质性影响的是原行政决定而不是复议决定；在复议决定改变原行政决定的情况下，对原告合法权益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则是复议决定而不是原行政决定。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间内不作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原行政决定不服提起诉讼的，复议不作为视为维持原行政决定，应当以作出原行政决定的行政主体为被告。但是，复议机关的不作为本身也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决定。当事人对复议机关不作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也有独立的诉讼价值，因而应当以复议机关为被告。林明富诉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行政不作为案，就是因被告不作出复议决定而引起的诉讼案件。[15] 

经上级行政主体批准的行政决定被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行政主体为行政决定的实施主体。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未署名的行政主体所实施的行为，视为一种程序性行为。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规定：“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具体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在佛山市永发贸易有限公司诉佛山市人民政府、佛山市国土资源局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纠纷案中，法院对被告的确定就运用了这一司法解释。“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永发公司诉佛山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佛府函[2003]79号文件，由于该文件是针对佛山市国土资源局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请示而作出的批复，属于行政机关之间的内部批准文件，对永发公司的权利义务不产生直接影响，永发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是因佛山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佛国土资字[2003] 227号《关于收回五峰四路2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而被收回，故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二款第（六）项的规定，佛山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佛府函[2003]79号文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照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4条第（一）项的规定，应驳回永发公司对被告佛山市人民政府的起诉。”[16]同时，法院认定原告所起诉的佛山市国土资源局为合格被告。
在行政不作为诉讼中，则以被请求实施行政决定的行政主体为被告。提出行政不作为这一概念的意义，主要也就在于拟制一个法律行为即行政决定的存在，从而确定被告。对此，在司法实践中并无争议。[17]

三、被起诉并被通知应诉
如果行政主体没有被起诉，则不可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如果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告知原告变更为合格的被告，但原告不同意变更的，法院将裁定驳回起诉，因而真正合格的被告因未被起诉而没有成为现实的被告。同样，在有多个合格被告的情况下，原告未起诉全部合格被告，法院释明应当追加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只能通知未被起诉的合格被告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未被起诉的合格被告也没有真正成为被告。
如果行政主体被起诉，但法院没有通知被起诉行政主体应诉的，则该行政主体没有成为被告。在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法院依法裁定不予受理的情况下，法院就没有通知被诉行政主体应诉，因而被诉行政主体没有真正成为被告。法院在不予受理裁定书上，只会载明起诉人，不会列出被起诉人，更不会把被起诉人作为被告。[18]

第三节  共同诉讼、集团诉讼和第三人
一、共同诉讼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两人以上的行政诉讼，称为共同诉讼。《行政诉讼法》第2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因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或者因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为共同诉讼。”它是诉的主体合并制度。
（一）必要的共同诉讼
必要的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两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同一行政决定的诉讼。它有必要共同原告和必要共同被告两类共同诉讼人。必要共同诉讼的标的具有统一性即同一行政决定，审理具有不可分割性即必须合并审理。
1．必要共同原告。这是指对同一行政决定不服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杨智全、曹玉信、田向荣诉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案中，三原告共同署名举报所在单位偷漏税经被告查证属实后，申请被告依法奖励15万元遭拒而诉至法院，为法院立案。[19]在该案中，虽然原告有三个，但拒绝行为只是一个，因而法院只能作为一个案件予以立案。该诉讼就属于必要共同诉讼，三原告即为必要共同原告。同样的案件还有杨锦成、陈雪莲诉启动市公安局确认尸体屋主侵权案和张义和等诉天津市北辰区工商局行政处罚案等。
2．必要共同被告。这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政主体共同实施同一行政决定被起诉到法院，该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主体被法院通知应诉的共同诉讼人。在新亚集团出租汽车公司诉上海市闵行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闵行区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行政决定案中，两被告以各自的名义共同作出了闵国资企（1997）2号通知，责令闵行青年经济技术发展总公司立即停止违法处置闵青出租汽车服务公司资产的行为，认定其与新亚集团出租汽车公司签订的产权转让协议无效。新亚集团出租汽车公司诉至法院，得到立案。该案中的两被告就属于必要共同被告。同样的案件还有上海环球生物工程公司诉上海市徐汇区卫生局、工商局行政处罚案。当然，如果原告只愿意起诉其中一个行政主体，法院应将另一行政主体追加为第三人，则被告只有一个，该案就不属于共同诉讼案件，也没有共同被告。
（二）普通的共同诉讼
普通的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因对同样的行政决定是否合法发生争议而提起的行政诉讼。
普通共同诉讼的标的是同样的行政决定或同类行政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6条的规定，同样的行政决定有两类：第一，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分别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对同一事实作出的行政决定。在侯中华诉吉林省交通规费征收管理局辽源分局、辽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行政赔偿案中，两被告根据杨军伪造的车辆购买发货票和车辆出厂合格证，依据各自的法律规范向杨军分别颁发了车辆购置附加费证和车辆牌照，就属于基于相同事实但所依据法律不同所作的同样行政决定。第二，行政机关就同一事实对若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别作出的行政决定。在郑忠、郑猛、张志明诉厦门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劳教决定案中，被告对三原告共同殴打他人的行为，分别作出厦劳教（1996）批字第1781号、厦劳教（1996）批字第1782号和厦劳教（1996）批字第1783号决定，各处劳教三年。显然，这是三个各自独立的行政决定，但却是基于同一事实所作的行政决定，因而它们三个属于同样的行政决定。
普通共同诉讼案件是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案件。普通共同诉讼人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权利义务关系，都可以独立形成一个诉讼案件。法院可以将它们合并审理也可以不合并审理。只有当法院将其合并审理时，才形成共同诉讼。陈定等诉厦门市土地管理局、房地产管理局行政不作为案和郑忠、郑猛、张志明诉厦门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劳教决定案，正是由于法院决定合并审理才发生的共同诉讼。这也是它与必要共同诉讼的不同之处。
普通共同诉讼案件是属于同一法院管辖的案件。只有在几个案件都属于同一法院管辖时，法院才能予以合并审理，才会形成共同诉讼。在这种情况下，既可以由单身人申请合并审理，由法院审查决定，也可以由法院主动审查，依职权合并审理。
必要的共同诉讼和普通的共同诉讼有时会同时存在于一个案件中。在陈定等诉厦门市土地管理局、房地产管理局行政不作为案中，原告在共同购买鼓浪屿区内厝沃路128号房后，共同申请厦门市土地管理局颁发土地使用权证，申请厦门市房地产管理局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直至起诉，两被告都因认为权属不明而未予颁发。该案中，厦门市土地管理局没有颁发土地使用权证的行为和房地产管理局没有颁发房产所有权证的行为，属于同样行政决定。法院把起诉厦门市土地管理局的案件和起诉厦门市房地产管理局的案件合并审理，属于普通的共同诉讼案件。但是，厦门市土地管理局所作的不予颁发土地使用权证的行为，厦门市房地产管理局所作的不予办法房产所有权证的行为，都各有三个原告，都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案件。该案既是必要的共同诉讼案件又是普通的共同诉讼案件，既有共同原告又有共同被告。但是，无论是必要的共同诉讼还是普通的共同诉讼，无论是共同原告还是共同被告，共同诉讼人都是独立的诉讼当事人，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没有法律约束力。在该案中，一审时只有陈定一人提起了诉讼，二审法院在发回重审时指出一审法院受理陈定对三人所有的房屋产权提起的诉讼是错误的。重审时，陈定取得了另两产权人的委托，请求法院追加为共同原告，得到了法院的准许。之所以认为错误以及需要追加共同原告，就是因为陈定一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原告没有约束力。
二、集团诉讼
在行政诉讼中，集团诉讼是指有相同利益的五人以上原告，为保护其利益而构成一个临时性的诉讼集团，并由其中一至五人作为代表人进行的诉讼。集团诉讼的代表人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诉讼当事人又是代理其他当事人诉讼的诉讼代理人。它由原告推选，但在指定期限内未选定的，可以由法院依职权指定。集团诉讼实际上是共同诉讼制度和诉讼代理制度的结合，是在共同诉讼的基础上，吸收诉讼代理的某些规则而形成的一种诉讼制度。[2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第3款的规定，同案原告有5人以上的共同诉讼为集团诉讼。这也就意味着，同案被告的数量即使再多也不构成集团诉讼。在广州贝氏药业有限公司诉云南发展计划委员会等九部门案中，原告对云南省省级医疗机构药品集中联合招标采购办公室的“省药招办（2002）76号”文即《关于补报招标药品品种的通知》不服，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联合招标办公室是招标采购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其职责是“招标采购管理暂行办法”所规定的，而招标采购领导小组是云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云南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人民政府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云南省卫生厅等九个部门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组建的。从法律授权的渊源来看，是受领导小组的领导，并且履行部分行政管理职能，拥有部分职权，因此，符合最高法院“若干问题解释”第20条第1款的规定，属于拥有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由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被告是上述九个行政部门，并准许九被告推选其中“云南省卫生厅”为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二审法院认为：由于各被告的行政职权和行政职能不同，其作出的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以及程序也不尽相同，一个行政机关不能也无法代表其他行政机关就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提出充分的抗辩理由，同时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诉权也得不到充分、有效的保护，因此，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裁定：一、撤销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03）五法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二、发回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重审。
 [21]

在多数情况下，集团诉讼多发生于同一行政决定所涉及的原告数量众多，或发生于行政主体实施了大量同样行政决定因而原告数量众多。在黎颂海等31名选民诉高明区民政局选举确认案中，黎颂海等31名选民以村民委员会选举有争议，选举结果未经公布，对高明市民政局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高明市民政局对选举结果予以认定。[22]在金城江面条厂黄炳尤等53名职工及家属诉金城江镇人民政府处分企业资产案中，被告先后作出金发[1994]9号和金政发[1994]22号文撤销了金城江面条厂。法院认为，在企业被撤销，原厂长又不愿意以工厂名义起诉的情况下，黄炳尤等53名职工及家属具有原告资格。这都是因同一行政决定而引发的集团诉讼。在龙四才等4583人与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发放社会养老保险行政纠纷上诉案中，被告分别实施了4583个同样行政决定，法院也分别立了4583个案件、编了4583个案号，但基于同一法律事实而决定合并审理，构成集团诉讼。[23]

三、第三人
行政诉讼第三人，是指除原告、被告以外，同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决定有利害关系，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参加诉讼，与当事人具有相同地位的人。《行政诉讼法》第27条规定：“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第三人是除原告和被告以外的诉讼参加人，既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在诉讼中，第三人与当事人的法律地位相当，有权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主张，对一审判决不服有权提出上诉。在邓显开与陈朝国、綦江县扶欢镇人民政府行政处理二审案中，上诉人邓显开就是一审案件的第三人。[24]在最高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梁宝富诉安庆市公安局治安处罚案中，二审的上诉人之一汪春生也是一审案件的第三人。
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时间，应当在原被告的诉讼程序已经发生当诉讼程序尚未终结前。在张宗幸诉韶关市公安局韶南分局九公里派出所治安处罚案中，张宗幸误认为梁传举是小偷而将其致伤，受被告处罚。在张宗幸不服处罚决定提起诉讼后，梁传举因法院于结案前通知其参加诉讼而成为第三人。在张宗幸起诉后，即使梁传举认为处罚过轻而提起诉讼，法院也不能受理、合并审理，仍应将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第三人可以申请参加诉讼，也可以由法院依职权通知参加诉讼。
第三人必须与被诉行政决定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否则不能成为第三人。第三人的利害关系，可能表现为与原告相对的利益。被处罚人（加害人）与受害人、确权案件中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具有相邻权或公平竞争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征用土地或房屋拆迁案件中的被征、被拆方与建设单位间，都存在相对的利益关系，其中一方提起诉讼的，另一方可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第三人的利害关系，也可能表现为与原告相同的利益。同一行政决定影响多人的权利，其中只有部分提起诉讼的，则其他没有起诉的相对人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在这种情况下，原告与第三人的利益是相同的。
基于《行政诉讼法》第27条的规定，曾经认为第三人只能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不能是行政主体。其实，该条只是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并非第三人只能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实践中，同一行政决定系多个行政主体作出而原告坚持只起诉部分行政主体的情况下，或者在存在两个行政主体所作的互为矛盾的行政决定而原告起诉其中一个行政主体的情况下，未被起诉的行政主体不参加到诉讼中来，不利于纠纷的解决。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第2款规定：“应当追加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同时，行政案件涉及行政权限争议，行政权限争议的一方行政主体是被告的，则另一方行政主体也可作为第三人。在最高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福建省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诉福建省地质矿产厅行政处罚案中，原告经福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许可开采地下水，却因未经被告许可而受到被告处罚。“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归纳起来是：温度为72°C的地下热水是地热还是地下水？它属于矿产资源还是水资源？它应当有矿产资源法调整还是有水法调整？它应当有哪一个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即应当由地质矿产部门还是有城乡建设部门主管？“因本案与福建省福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有行政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其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因此，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第三人也可以是行政主体。
[1]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3)苏行终字第015号。
[2] 参见陈新娣：《如何理解“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载http://www.xwzf.gov.cn/xwfy/diaoyanshi/anli/an4.htm；黄卫东：《承租人能否就房产证否提起行政诉讼》，载http://www.dffy.com/sifashijian/al/200509/20050919184633.htm。
[3] 参见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供稿：《风景区里新建工程　市民怒告规划部门》，载《扬子晚报》2003年6月13日。
[4] 参见陈法庆：《关于请求对公益诉讼等立法立案审理的建议》，载http://www.nmcfq.com/lfjy.asp。
[5] 参见张帆：《公民李刚：公益诉讼的“垦荒者”》，载http://zhangfancet.blog.sohu.com/2956301.html。
[6]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1）一中行终字第23号。
[7] 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81页。
[8] 同上。
[9]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行政卷）》，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8、1249页。
[10] 参见溆浦县中医院诉溆浦县邮电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和韦调庆诉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基金结算管理中心养老金案（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02]黄行初字第134号）。
[11] 参见沈辉、梁鹏：《民告官竟告出个“非法机构”》，载《北京日报》2001年5月28日。
[12]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1）穗中法行终字第00185号。
[13] http://www.findlaw.cn/Info/case/xzal/2004312101024.htm。
[14]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3）东行终字第33号。
[15] 参见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2)惠中法行终字第04号。该判决书指出，原审法院判决认为：“原告林明富作为粤L04908号(临)道路交通事故的车辆入户登记人，惠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在处理时，没有通知原告到前调解，没有将C0081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送达其本人，原告是在另一民事赔偿中得知此事。原告向被告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被告作出书面答复，这是合乎法律规定的。被告接到原告复议的申请书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应当在两个月内作出决定。但被告只作为一般来信来访处理，没有作出书面决定，显然已违反了上述第三十八条规定。……为此，对于被告的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被告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应当在接到本判决书生效后30日内，对原告林明富提出的请求申请复议作出书面答复。”

[16] 罗燕：《佛山市永发贸易有限公司诉佛山市人民政府、佛山市国土资源局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处理决定行政纠纷案》，载http://www.gdcourts.gov.cn/alxc/xz/t20060602_11034.htm。
[17] 参见陈定等诉厦门市土地管理局、房地产管理局行政不作为案、刘海红等诉唐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等。
[18]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1997）一中行审终字第９号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
（1997）一中行审终字第９号
上诉人（原审起诉人）王俊美，女，六十八岁，汉族，石景山玻璃厂退休工人，住北京市西城区东冠英胡同三十三号。 

上诉人（原审起诉人）杨京汉，男，四十二岁，汉族，无业，住址同上。 

上诉人王俊美、杨京汉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１９９６）西行初审字第５２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了本案。 

本院认为，王俊美、杨京汉所诉的人民政府作出的责令其限期拆迁决定，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审法院不予受理是正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四）项、第六十一条第（一）项，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吴月
代理审判员  李正旺
代理审判员  刘景文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何君慧
[19]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0）一中行终字第34号。
[20] 参见林莉红：《行政诉讼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
[21] 参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3）昆行终字第53号。
[22] 参见佛山市高明区法院行政庭：《黎颂海等31位选民诉高明区民政局选举确认案》，载http://www.gdcourts.gov.cn/alxc/xz/t20040214_3228.htm。
[23]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2）粤高法行终字第42-4624号。
[24] 参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5）渝一中行终字第392号。
